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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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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强度直接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

重要驱动力，也是土地利用可持续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当前土地科学研究主要关注土地覆

被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土地利用强度的高分辨率时空表达尚在探索阶段。本文基

于土地利用栅格成分数据、遥感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空间化指标要素，根据地表被人类活动

干扰程度及其可逆性分为人工地类、半人工地类、半天然地类、天然地类4个一级类型；依据耕

作强度、人口密度等人类活动强度指标分为22个二级类型，获得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中国土

地利用强度图。21世纪初全国人工地类、半人工地类、半天然地类和天然地类的面积比例分别

为0.71%、19.36%、58.93%和21%，人口分布密集的东南部土地利用强度类型多样，且整体高于

人口稀疏的西北部；随着经度的增加，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由以天然地类和半天然地类为主转变

为半天然地类和半人工地类为主；东部省市区土地利用强度高于中、西部，西部省市区土地利

用强度最低；土地利用强度类型呈区域性集聚分布。与已有研究相比，该研究有效刻画了中国

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异质性，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交互格局及其生态环境

效应，为可持续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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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稳定性的主要驱动力[1-3]。土地
利用变化包括了土地覆被变化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4]。当前土地科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
土地覆被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气候变化[5-6]，生物多样性[7]，粮食安全[8]等，而
忽略了同一类型内部利用强度的差异，而这种细微差异对碳、氮、水等物质循环、生物
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影响[9-12]。此外，随着人口和粮食消耗的持续增
加，土地资源短缺趋势增强[13]，合理提高现有土地资源的利用强度是保证土地可持续利
用、提高粮食产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14-15]。因此，继续将目前的土地覆被类
型分布数据应用于全球变化模拟分析中已经不再能够准确描述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过程
和全球变化的影响，必须建立能够适用于在区域层面度量土地利用强度分类、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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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度量指标需要能够刻画土地利用强度在空间格局、时间尺度、景观镶嵌关系、

变化的可逆性等方面变化[16-18]。尽管土地利用强度及其变化的重要性逐渐达到共识，但过

去几十年尚未作为主流课题开展研究[4]。因此，迫切需要将土地科学由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的研究延伸至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的研究。

在有限土地资源的前提下，由于人口增加进而引发土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最终

造成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19]，人口压力[20]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刺激 [21-22]都会激发人类通过各

种方式来驱动有限土地资源上产出和效率的提高，如提高管理方式（如耕地的雨养与灌

溉，化肥、农药、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等）。这些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因素决定

了不同区位土地资源利用强度的空间差异，有限土地资源上不同程度的需求压力和土地

管理方式也就是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构建的依据。Ellis等[23]将土地覆被类型结合灌溉

和人口密度建立了第一幅全球土地利用强度图。Asselen等[18]建立了描述农业利用与自然

植被镶嵌结构的全球土地利用强度分类体系和数据集。Václavík等[24]结合土地利用强度、

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指标获得全球土地利用特征数据集。然而，在大多数区域上土地利

用强度的定量化刻画及其空间格局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15, 25]。土地利用强度时空过程的

刻画需要详尽的监测数据和空间表达[26]，当前土地利用强度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较为粗

糙（10 km），在刻画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异质性方面具有局限性，此外耕地利用强度的影

响因素较多，而当前分类系统中仅考虑了灌溉、牲畜类型和密度等要素，而未考虑表征

频度特征的耕作熟制等重要信息。

2000年前后，中国经历了新一轮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由土地市场形成初期

过渡为“切实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建设”并重的两个阶段，中国土地利用面积、分

布及利用强度呈现新的特征：土地城市化速度加快，建设用地扩展占用优质耕地资源[27]；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加速人口及劳动力流动[27]，农村劳

动力的流失引起耕地利用方式和强度的改变[28]；同时，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通过激励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29]影响了耕地利用强度[19]；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和生态保护工程使得林地

面积增加，同时部分林地转变为单一林种种植园[30]；“退牧还草”工程使得草地生态系统

呈恢复趋势 [31]，但草畜平衡管理可能刺激天然草地转为人工草地，草场利用强度提

高[32]。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土地系统可持续能力，在保障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

的同时兼顾保护生态系统功能背景下，掌握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特征，实现生态

—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土地利用强度

研究以耕地、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研究为主，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较少涉及[33-40]。在省级或

区域尺度上多采用面向农户或地块单元的问卷调查的方法[33-34]。该方法能有效刻画典型样

区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但空间表达能力较弱，且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不适于大尺度土地利用强度的研究。在全国尺度上主要以省级或县域单元的统计数

据为基础[35-40]，不足以体现空间细致的差异性。针对全国尺度、高空间分辨率且面向所有

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表达未见报道，因此，无法从全国宏观层面把握土

地利用强度的空间格局，精细尺度上刻画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异质性。

本文集成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中国土地利用成分栅格数据，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人

口密度、牲畜类型及密度、灌溉雨养耕地分布和耕作熟制等空间化指标要素构建土地利

用强度分类系统，获得 2000年空间分辨率 1 km的中国土地利用强度分布图，分析土地

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分异规律，为认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重驱动下中国土地

利用强度的变化轨迹提供方法和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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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参与构建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的指标要素包括土地利用、灌溉和雨养耕地分布、

耕作熟制，人口密度分布和牲畜类型及密度分布等（图1）。
（1）土地利用 本文中200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全国耕地资源遥感监测与耕地保护对策研究”项目组的全国土地利用百分比成分栅
格数据库。该数据集是基于1999年和2000年获取的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30 m），
人工交互目视解译获得，数据质量可靠[41]。数据集中每个成分栅格记录了栅格内各类土
地利用类型所占的面积比例，其分辨率为1 km。

（2）灌溉和雨养耕地分布 耕地的灌溉和雨养体现了耕地的水资源条件和管理方
式。该数据集来自于全球粮食安全支撑数据分析产品 （GFSAD1000 V1.0，http://
geography.wr.usgs.gov/science/croplands/），基于已有的 2000年 1 km全球耕地数据产品分
解获得，数据质量可靠[42-46]。该数据集涵盖了耕地空间分布和面积，以及雨养和灌溉耕作
的信息。为了检验该数据在中国的精度，选取全国1974个县域（剔除数据缺失的县域）
统计数据中的耕地灌溉面积，与基于GFSAD 1000的耕地灌溉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明二者显著线性相关（p < 0.001）。因此，GFSAD 1000数据可以体现中国耕地灌溉水平
的整体差异。

（3）耕作熟制 耕作熟制体现了耕地利用的频度特征，在本文中用于耕地利用强度
的进一步细化。该数据是基于 2000年MODIS/EVI （500 m，8天）时序曲线进行提取获
得。采用时间序列谐波分析（HANTS）对EVI时序曲线进行去噪重构，结合农业气象站
点的作物物候观测资料采用峰值检测法来提取多熟种植信息[47-49]。

（4）人口密度分布 人口数量是决定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50]，且经常用
于指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强度[20, 23]。本文将人口密度分布与林地分布空间
叠加，采用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表征林地利用强度。此外，采用县域人口分布多寡对水
资源的利用压力表征水域利用强度。2000年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栅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 1 km，栅格属性值代表
了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总人口数。由于该数据集缺乏台湾的数据，故采用GPW （Gridded
Population of the World）（http://sedac.ciesin.columbia.edu/data/collection/gpw-v3） 中台湾
人口密度数据对其进行完善。参考已有研究[23]，将人口密度分为三级：> 100人/km2为人
口密集区，1~100人/km2为人口稀疏区，< 1人/km2为人口极稀区。

（5）牲畜类型及密度分布 牲畜类型和数量直接影响草地利用的强度，本文根据牲
畜分布密度对草地利用强度进行空间分类。牲畜密度分布数据来自世界牲畜研究所
（ILRI）提供的全球牲畜栅格数据库[51]，该数据库基于 2000年前后的多源数据集建模实
现，涵盖了全球牲畜的类型和密度的空间分布信息，空间分辨率为1 km。考虑到不同类
型牲畜的食草方式和食草量不同，引入“热带牲畜单位（TLU）”对牲畜数量进行标准
化得到牲畜密度综合指数，计算方法详见Petz等[52]。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牲畜密度综合指
数分为三级：> 10 TLU/km2为牲畜密集区，1~10 TLU /km2为牲畜稀疏区，< 1 TLU /km2

为牲畜极稀区。
2.2 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

参考Anderson等[53]提出的理想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基本准则，本文确定土地利用强
度分类系统的分类准则包括：① 适用性：适用于区域尺度空间范围的研究；②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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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化指标要素
Fig. 1 Spatial explicit indicators for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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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涵盖研究区域所有可能存在的类型；③ 层次性：多层次的分类系统便于不同分类的
细化和整合；④ 可重复性：在时间维度上分类操作具备可重复性；⑤ 主导性：考虑到
混合像元的影响，以主导性原则确定栅格的主导类型。

土地利用强度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本文从体现人类活动的
空间格局、利用方式、时间强度以及景观破碎度和影响的可逆性方面来选取测度指标，
构建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表1）。具体而言，根据地表被人类活动干扰程度及其可逆
性（恢复至天然土地的难易程度）分为4个一级类型，分别为：① 人工地类，即不透水
地表，几乎不可逆；② 半人工地类，即地表土壤层被频繁扰动，可逆；③ 半天然地
类，即地表土壤层被偶尔扰动，植被频繁被扰动；④ 天然地类，即地表土壤和植被几乎
未被扰动。针对具体地类选取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特定指标进一步分类，获得22个二级
类型。人工地类根据人口集中程度和景观破碎化程度分为2个二级类，即城市、村庄和
工矿用地。半人工地类根据灌溉条件和耕作熟制分为10个二级类，分别为三季水田、二
季水田、一季水田、三季灌溉、二季灌溉、一季灌溉、三季雨养、二季雨养、一季雨养
和休耕地。半天然地类针对不同土地覆被类型（林地、草地和水域）分别分为高强度利
用、低强度利用和自然三个等级，共计9个二级类，林地根据人口分布密集程度分为高
强度利用林地、低强度利用林地和自然林地；草地根据牲畜分布密集程度分为高强度利
用草地、低强度利用草地和自然草地；水域根据县域人口密集程度对水资源利用的压力
分为高强度利用水域、低强度利用水域和自然水域。天然地类包括1个二级类，即未利
用地。

表1 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
Tab. 1 Land use intens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一级类

人工地类

半人工地类(耕地)

半天然地类
(林地、草地和水域)

天然地类(未利用地)

二级类

城市

村庄和工矿用地

三季水田

二季水田

一季水田

三季灌溉

二季灌溉

一季灌溉

三季雨养

二季雨养

一季雨养

休耕地

高强度利用林地

低强度利用林地

自然林地

高强度利用草地

低强度利用草地

自然草地

高强度利用水域

低强度利用水域

自然水域

未利用地

描述

城市分布集中区，人口集中

农村居民点和工矿用地，人口数量多但景观相对破碎化

三季种植的水田

两季种植的水田

一季种植的水田

三季种植的灌溉旱地

两季种植的灌溉旱地

一季种植的灌溉旱地

三季种植的雨养旱地

两季种植的雨养旱地

一季种植的雨养旱地

闲置起来以备播种的可耕地

人口分布较密集(> 100人/km2)

人口分布较稀疏(1~100人/km2)

人口分布极为稀少(< 1人/km2)

牲畜分布较密集(> 10 TLU/km2)

牲畜分布较稀疏(1~10 TLU /km2)

牲畜分布极为稀少(< 1 TLU /km2)

人口分布较密集(> 100人/km2)的县域内的水域

人口分布较稀疏(1~100人/km2)的县域内的水域

人口分布极为稀少(< 1人/km2)的县域内的水域

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裸土地和裸岩石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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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总体特征
21世纪初，中国半天然地类所占面积比例最大，占全国总面积的58.93%，天然地类

和半人工地类面积比例相当，分别为 21%和 19.36%，人工地类面积比例最小，仅为
0.71%。人工地类中城市、村庄和工矿用地的比例相当。半人工地类的土地利用强度涵盖
10个级别，其中一季雨养旱地的比例最高，占半人工地类面积的34.69%；其次是一季灌
溉旱地，比例为 18.29%；一季水田、二季水田和二季灌溉旱地的比例相当，分别为
12%、11.11%和10.52%。半天然地类利用强度因土地覆被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不
同强度利用的面积比例来看，水域的利用强度最高，高强度利用水域面积比例达到
32.17%，低强度利用水域面积比例为43.21%。草地的利用强度次之，低强度利用草地的
比例最大，为42%；其次是自然草地面积，比例为34.54%；牲畜密度较大的高强度利用
草地比例为23.46%。就林地而言，人迹罕至的自然林地的面积比例最大，为56.09%；其
次是人口密度较少的低强度利用林地，面积比例为24.83%；而人类稠密区的高强度利用
林地面积比例仅为19.09%。
3.2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宏观空间格局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异显著，整体分布特征为，以胡焕庸线为界，人口分布密
集的东南部，土地利用强度呈现类型多样化和强度多级化，且整体强度高于人口稀疏的
西北地区（图2）。此外，分别在经度和纬度两个维度以1°间距统计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的
面积比例。在纬度方向，整体以半天然地类和半人工地类为主，天然地类在纬度31.5°N~
39.5°N范围内面积比例达到20%以上，且在纬度35.5°N~37.5°N达到最大，该范围内有中
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经度维度，随着经度的增加，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由以天然
地类和半天然地类为主逐渐转变为半天然地类和半人工地类为主。
3.3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区域化分异

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异还体现为不同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的区域化集聚分布。结合
中国农业综合区域的空间分区，本文对二级土地利用强度类型进行面积统计（表 2，图
3），进一步归纳分析。

人工地类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和东北区。其中黄淮海区建
设用地面积最大，长江中下游区和四川盆地的建设用地总面积低于黄淮海平原，但其利
用强度较高，城市面积比例均大于70%。

半人工地类在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北区的分布面积较广。从利用强度上来
看，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和四川盆地的利用强度较高，其中水田比例最大，分别占耕
地面积的71.29%、45.70%和30.42%，耕作熟制以一、二季为主，存在三季种植，多熟种
植的比例分别为58.11%、64.35%和44.57%。黄淮海区的耕地利用强度次之，以灌溉耕地
为主，灌溉和水田比例合计 76%，耕作熟制一季、二季比例相当，分别为 48.60%和
49.80%。东北区的灌溉和水田比例为46.02%，其中水田比例达到13.40%且为一季种植。
内蒙及长城沿线区、青藏区、黄土高原区和甘新区的耕地利用强度较低，这些区域雨养
旱地广泛分布，分别占各区域耕地面积的86.94%、72.92%、68.86%和63.08%，一季种植
比例均超过85%。

半天然地类在青藏区分布面积最广，其次是西南区和甘新区。而针对该地类土地利
用强度的综合评估来看，黄淮海区的高强度利用面积比例最高，达到55.94%；东北区和
青藏区利用强度较低，自然类的面积比例较高。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利用强度亦存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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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林地分布集中在东北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和华南区。长江中下游区和西
南区的林地利用强度较高，分别有63.47%和62.41%的林地属于非自然林地。华南区林地
利用强度次之，非自然林地比例为52.92%。东北区林地以自然林地为主，占该区域林地

图2 2000年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in 2000

表2 2000年中国土地利用强度一级类型分区比例统计
Tab. 2 Proportion statistics on the first-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at regional level in China in 2000

分区

东北区

内蒙及长城沿线区

黄淮海区

黄土高原区

长江中下游区

西南区

华南区

甘新区

青藏区

人工地类(%)

13.20

5.42

35.57

5.10

15.98

4.64

13.62

5.78

0.70

半人工地类(%)

17.88

8.74

19.22

8.81

18.81

14.65

6.15

5.07

0.66

半天然地类(%)

10.12

10.22

1.09

4.23

10.80

12.99

6.56

12.89

31.09

天然地类(%)

2.20

2.87

0.11

0.07

0.10

0.03

0.02

70.93

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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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78.28%。草地广泛分布在内蒙及长城沿线区、甘新区和青藏区，草地利用强度依
次递减。高强度利用草地在内蒙及长城沿线区的比例最高，占区域草地总面积的
38.01%；其次是甘新区，占区域草地总面积的15.55%；青藏区以自然草地为主，占区域
草地总面积的58.51%，但局部区域存在高强度利用草地。长江中下游区的水域利用强度
较高，因为该区域人口分布密集，在西南区和华南区也有类似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黄
淮海区水域面积不大，且人口分布密度低于以上区域，但水域利用强度极高，其中高强
度利用水域比例达到100%，表明该区域水资源承载压力较大。

天然地类的土地利用程度最低，集中分布在人口稀疏区如甘新区和青藏区，其中甘
新区的分布面积最广，占总面积的70.93%，主要因为该区域有大片的沙漠存在。
3.4 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省际格局

本文对中国省级单元土地利用强度类型进行了面积比例统计，分析土地利用强度的
省际格局特征（图4）。

山东省的人工地类面积最大，
占全国人工地类总面积的 12.03%，
其次是江苏省、河北省、广东省和
河 南 省 ， 比 例 分 别 为 8.87% 、
8.85%、7.84%和7.07%。半人工地类
在黑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山
东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的分
布较广，面积均在 10×104 km2以上。
半天然地类在西藏自治区、内蒙古
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广泛
分布，分别占全国半天然地类总面
积的 18.36%、12.82%和 10.05%。全
国有 50.05%的天然地类分布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其次是内蒙古自治
区 和 青 海 省 ， 面 积 占 比 分 别 为

图3 2000年中国土地利用强度二级类型分区比例统计
Fig. 3 Proportion statistics on the second-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at regional level in China in 2000

图4 2000年中国省级单元土地利用强度一级类型面积统计
Fig. 4 Area statistics on the first-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in each province of China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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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和13.82%。
按照各省市区内部不同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的比重来看，澳门、香港、上海市、天津

市和北京市的人工地类比例均大于 10%，澳门以超过 50%的人工地类比例位居全国首

位。江苏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半人工地类比例较高，均达到 70%以上，天津市、河北

省、安徽省亦有超过50%的半人工地类的分布。西藏自治区的半天然地类面积比例位居

首位，达到85.41%，全国共计17个省市区的半天然地类的面积比例超过60%，主要分布

在南部和西部省市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然地类面积比例最高，达到61.63%；其次

是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其他各省市区的天然地类比例均低于

10%。

为了进一步挖掘省级尺度土地利用强度的分布规律，本文按其地理位置将全部省市

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54]，并对土地利用强度类型进行分区统计和比较，可看出不

同分区间省级差异明显。按照不同一级土地利用强度类型来看（图5），随着土地利用强

度下降，东部省市区所占的比重逐级递减，西部省市区所占比重逐级递增，中部省市区

中半人工地类所占比重最大，天然地类比重最小。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不同一级

土地利用强度类型所占比例来看（图6），东部和中部省市区均以半人工地类和半天然地

类为主，比例合计96%以上，而西部省市区则以半天然地类和天然地类占主导，比例合

计90.10%。由此可知，东部省市区土地利用强度高于中、西部省市区，西部省市区土地

利用强度最低。

按照二级土地利用强度类型所占比例的分布情况来看（图7），东部省市区人工地类

中城市、村庄和工矿用地的平均比例及值域范围均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区，人类活动较

为活跃，水田和灌溉耕地的平均比重较高，且水田略高于灌溉耕地。此外，该区域高强

度利用林地比重高于中、西部，比例为11.68%。中部省市区以不同利用强度的林地比例

最高，高、中、低强度利用林地比例为10.17%、14.84%和19.37%。其次是灌溉耕地和水

田，其中前者比例略高于后者，不同于东部省市区。西部省市区以未利用地的平均比例

最高，为16.31%，其次是不同利用强度的林草地，且草地比重整体高于林地，不同于半

天然地类以林地为主的东、中部省市区。高强度利用草地比例远高于东、中部省市区，

图5 2000年中国不同土地利用强度类型在东、

中、西部的分布比例
Fig. 5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2000

图6 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不同土地

利用强度类型比例
Fig. 6 Proportions of the first-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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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比例为12.87%。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结合遥感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依据人类活动强度构建中国土地利用强度二级

分类系统，获得空间分辨率为 1 km 的 2000 年全国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图，刻画全
国、区域和省际尺度上中国土地利用强度空间格局特征。主要结论包括：

（1）综合地表覆被、人口分布、农林牧渔业经济活动等信息，建立既能够反映人类
土地利用活动对地表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改变，又能够体现土地由人工地类恢复至
天然地类的可逆性的土地利用强度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包括4个一级类型和22个二级
类型：根据地表扰动的强度、频率以及可逆性，一级分类包括：人工地类、半人工地
类、半天然地类和天然地类；二级分类中，人工地类分类依据为人口集中程度和景观破
碎化程度，半人工地类分类依据为灌溉条件和耕作制度，半天然地类分类依据为不同土
地覆被类型（林地、草地和水域）上的人口分布密度及牲畜分布密度。全国人工地类、

注：黑点代表平均值，竖线代表全距。

图7 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强度二级类型比例统计
Fig. 7 Proportion statistics of the second-level land use intensit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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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人工地类、半天然地类和天然地类的面积比例分别为0.71%、19.36%、58.93%和21%。
（2）中国土地利用强度呈现明显的宏观空间格局，以胡焕庸线为界，人口分布密集

的东南部土地利用强度类型多样，且整体程度高于人口稀疏的西北地区。在纬度方向，
整体以半天然地类和半人工地类为主，随着经度增加，土地利用强度类型由以天然地类
和半天然地类为主逐渐转变为半天然地类和半人工地类为主，土地利用强度呈增强趋势。

土地利用强度类型呈区域化集聚分布，人工地类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
区、华南区和东北区，黄淮海区面积居首但利用强度低于长江中下游区。半人工地类在
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北区的分布面积较广，而在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和四川
盆地的利用强度较高。半天然地类在青藏区分布面积最广，但利用程度相对较低，黄淮
海区的半天然地类的利用强度最高。天然地类集中分布在人口稀疏区如甘新区和青藏区。

（3）土地利用强度省际格局差异明显。东部省市区土地利用强度高于中部省市区，
西部省市区土地利用强度最低。由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构成比例可知，随着土地利用强度
的下降，东部省市区所占的面积比例逐级递减，西部省市区所占比例逐级递增。东部和
中部省市区均以半人工地类和半天然地类为主，而西部省市区则以半天然地类和天然地
类占主导。东部省市区人工地类平均比例及值域范围均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区，东、中
部省市区半人工地类和半天然地类中林地比重均较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水田平均比例
高于灌溉旱地。西部省市区未利用地的平均比例最高，且草地的面积比重和利用程度均
高于东、中部省市区。
4.2 讨论

土地利用强度空间格局的详尽刻画是监测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环境影响和识别土地
利用强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的关键。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的构建是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制
图的基础。与以往的土地利用强度分类系统及制图研究[18, 23-24]有如下区别：① 针对不同
的地类，未采用统一的分类指标，而是尽可能选取与其密切相关的指标。以林地和草地
为例，草地资源作为牲畜的食物来源，其放牧强度与牲畜的密度关系密切[55]。林地则有
所不同，林地的采伐强度与人口密度密切有关[56]。② 就耕地利用强度分类而言，除了考
虑灌溉条件外，本文引入了表征耕作频度的熟制数据来进一步细化耕地利用强度的分
类。该指标通过时间维度上增加耕地资源投入来体现耕地管理的集约化程度，被Boserup
认为是反映土地利用强度的较好指标[4]。③ 与已有研究相比，指标要素和分类结果的空
间分辨率提高。除耕作熟制数据外，其他指标的分辨率均为1 km。耕作熟制数据分辨率
为500 m，通过重采样与其他指标要素保持一致，最终获得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土地利
用强度分类结果。该结果可以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异质性表达，降低其用于模拟地
球系统循环的不确定性。④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是一个多尺度、多维度的过程，是诸多人
与土地交互过程的综合，因而土地利用强度系统构建过程中多指标的选择体现了土地利
用强度的不同维度和特征，如反映耕地的利用强度的指标考虑了管理方式的不同（灌溉
与雨养），以及利用的时间强度（耕作熟制），因此，多指标的综合较单一指标更能充分
刻画土地利用强度。与当前国内土地利用强度研究主要关注耕地和城市用地类型[33-40]不同
的是，本文综合考虑了土地利用的所有类型，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与强度对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影响评估提供更为系统和客观的基础信息。土地利用强度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由
自然、社会、经济和政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26]。土地利用强度综合了影响着土地
系统变化的自然与人文驱动要素，为深入分析土地系统的历史变化成因、认识人类活动
的影响提供重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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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in 2000

LIU Fang1, YAN Huimin1, LIU Jiyuan1, XIAO Xiangming2, 3, QIN Yuanwei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lant Biology, Center for Spati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orman 73019, Oklahoma, USA; 3.Institute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of human impacts, a national hierarchical
land use intens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high-
resolution spatial dataset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and reversibility of surface disturbance by
human activities, we obtained data for four main groups of artificial land, semi-artificial land,
semi- natural land and natural land, which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22 classes based on
indicators such as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ropping intensity.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with a 1-km spatial resolution was obtained. The area proportions of artificial land, semi-
artificial land, semi- natural land and natural land were 0.71% , 19.36% , 58.93% and 21% ,
respectively. Besides, significant spatial variability was demonstrated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with denser population had more classes of land use
intensity and was more intensive tha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with sparse popul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longitude, a transition in dominated land use intensity type was detected from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land to semi-natural and semi-artificial land. The land use intensity in
provinces of eastern China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os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land use intensity types showed a remarkabl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lustered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our research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use intensity, which can help u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pattern of 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its eco- environmental impacts, which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policies.
Keywords: land use intens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ustainabil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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